
析出事 、 文与义的

清人诗学

清代诗学留存下如此巨量

的文献材料， 为今人解读清人

之诗观、 诗法、 诗情乃至诗生

活， 提供了在它之前任何一个

朝代的诗学之于当代都未曾有

过的充裕条件 （应与同样巨量

的诗人诗集合观）。我们可以具

体地读到，诗观、诗法是如何集

历代之大成而又推陈出新的 ，

诗情是如何四处溢出而导向平

民化的， 尤其社会日常生活是

如何普泛地诗化的。总之，在经

历了唐宋诗的辉煌及元明诗的

学唐后， 清人在诗学方面继续

前行的同时， 更在生活方面日

常地践行着“诗言志”、“不学诗

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的

圣人古训。 而其前所未有的具

体可感的程度， 最是令人感觉

新鲜。 而此种体认效果也是阅

读几种局部选辑性质的清诗话

丛书难以达成的。

如清人诗评、 诗观集成与

创新的情形， 上世纪以来学界

已有比较充分的研究， 归结为

所谓 “神韵”、“格调”、“性灵”、

“肌理”四大说。而在今天，统观

全部材料之下， 还可以补充更

多的内容。

例如康熙时吴乔倡言 、赵

执信弘扬的 “诗中有人 ”说 ，中

经乾 、嘉时发展为 “诗中有我 ”

说， 迄于道光初落实于潘德舆

的 “质实 ”说 ，实是足与四说的

“文饰”性质平行分立的另一条

诗学的主流脉络。 故余尝谓潘

德舆的 “质实 ”说 ，乃是清人诗

观的第五说，其义切“今”，匡扶

本朝诗风之功，不在四说下也。

而即就四说本身言， 也有了较

之 20世纪学界更进一步的认

识。 如“格调”说旨在承旧，“性

灵”说易发写诗之兴，前者温厚

无偏颇，宜作初学之教科书，后

者则在当年鼓荡起一场盛大的

诗潮， 两说之长皆不在诗理之

新创也。 惟王渔洋之“神韵”说

与翁覃溪之 “肌理 ”说 ，最具论

学之质， 王说立足五言而尽出

其妙绪， 翁说著意长篇而畅通

其文、理之脉，有清一代诗学之

学理， 端赖此两家之实质性推

动，而进于一新境界也。

昔者孟子说《春秋》云：“其

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

子曰 ：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 ”

（《孟子·离娄》） 此言何尝不可

看作是圣人在为史著定义，即析

出了事、文与义三种成分，缺一

不可。此言又何尝不可借用于清

人诗学： 诗中有 “人”、“事”，其

“文”则诗，其 “义 ”则诗评发之

也。 若以上述五论分疏之，吴修

龄、赵秋谷之“诗中有人”说稍重

于诗中之“人”、“事”，王渔洋“神

韵说”、沈归愚“格调说”、翁覃溪

“肌理说”稍重于“文”之表达，而

袁随园 “性灵 ”、养一斋 “质实 ”

之说，则有人有文，意主融通平

衡，此各家“义”之稍别也。 清人

诗评的此种 “义 ”旨 ，如果扩大

至学术全体来看， 与乾嘉学者

中章学诚“六经皆史”、“文史通

义”，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等

名论，亦属同路，是完全可以打

通互参的。

清人细密的选诗说

法，如“金针度人”

清人于诗法类著作最盛 ，

大抵一为童蒙初学而作， 一为

士子考试而作。此时古、近体诗

的一般法则格式， 在理论上已

经基本没有新义、 剩义可供探

究了，所以此类著作多为归纳、

总结前人成法，用来教授初学。

至于应试之作， 乾隆二十二年

科举恢复试诗以后， 大量直接

供作参考之用的韵书、 事典类

书、试帖作法书等充斥市面，如

徐文弼 《汇纂诗法度针 》、郑锡

瀛 《分体利试诗法入门 》之类 ，

篇幅宏大，格式全备，虽也可属

广义的诗法性质， 但都系工具

书，不在“诗学”的范畴之内。

诗法多须附丽于体式方可

著论。吾国诗体至清代，各体虽

都不乏继续涌现出好诗， 但若

就 “体 ”而论 ，似只有七古歌行

与七律两体尚有一些变化发

展。如七古歌行有“梅村体”，七

律则有袁枚的所谓 “第四变 ”

（舒位《瓶水斋诗话》）。 尤其是

前者，乾嘉时又有杨芳灿、陈文

述等，直至清末民初樊增祥、杨

圻，都被公认为此体的大家，其

成就甚是可观， 若非白话诗体

代兴，此体几可直入现代矣。故

清人于七古歌行一体， 既有创

作实绩，又有诗理探讨，大为开

抉了明人何大复《明月篇序》之

说， 其新创的成分最可引人关

注。 其他如古体诗探究其声调

之秘，亦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自

清初王士禛、赵执信等发其端，

引来宋弼、翁方纲众家之响应，

一直持续到同、光间，还出现有

董文涣的 《声调四谱图说 》等

作，以为总结。 又有周春的《杜

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亦是声韵

研究方面的专门之著。所以“声

调谱” 著作也自成诗法类中的

一类， 是超越了实用性而具有

学理性质的题目之一。

清人说诗法表现得最为充

分的场合，乃在别集、总集的作

品评说之中， 往往精心选录某

家、某体、某代之作，编为选本，

然后一首一首详加分析， 就诗

说法，不欲徒托空言。此种选诗

说法的形式虽然由来已久 ，不

自清人始， 但清人则将说辞部

分大为扩充， 甚至多有径直题

为“论”、“说”、“法 ”的 ，如徐增

《说唐诗》、 吴淇 《六朝选诗定

论》、屈复《唐诗成法》等。 此类

著作一般因其选诗数量大而仍

被视作总集 、别集 ，如 《四库总

目提要》之处置。其中有选诗与

说法原即分开者， 如清初马上

巘《诗法火传 》分左右两编 ，右

编录诗， 左编则采众家之言说

法辨体； 王士禛 《五七言古诗

选 》、姚鼐 《今体诗钞 》，道光中

方东树以桐城文法批点之 ，复

将批校语汇辑为 《昭昧詹言》，

则《火传》左编与《詹言》自是现

成的诗法之作了。 也有将总集

的可剥离部分抽出单行的 ，如

徐增 《说唐诗 》卷首 《与同学论

诗》一篇 ，即曾被张潮改题 《而

庵诗话》，收入其《昭代丛书》。

拙《清诗话三编》也曾将康

熙中徐锡我 《我侬说诗》 的乐

府、 古诗、 律诗三体三篇 “总

说 ”，辑为一卷收入 ，盖其说法

务求详尽，颇有可采者也。乾隆

中李怀民《中晚唐诗主客图》亦

同此例。 又如纪昀 《玉溪生诗

说》亦为一异例，既选一百六十

余首，俨然义山诗选本，却又为

不选之三百六十余首逐一说明

理由，则又破从来选本之例矣。

故清人诗法之作往往需要逐种

甄别，视其选诗数量多寡（数十

首以下者多非选本）、说之轻重

详略、诗录出与否（仅列诗题者

自非选本）等因素，而定其说法

为主抑或选诗为主， 非可一概

而论也。总之，清人之选诗说法

远较历代细密，遂大破了“金针

不度人”之古箴，已孕有民国现

代学术的旨趣了。

“诗话 ”，一种 “通于

史”的诗学体例

以记事录诗为主旨的诗话

之作， 其体例也在清代发生了

一次跃进，即由康熙中《渔洋诗

话》 之以本人视听为中心的传

统写法，发展为乾隆中由《随园

诗话》 为代表的四方广为徵诗

求话的新写法。 此种长篇诗话

在乾嘉以后几乎成为写作的常

态，篇幅动辄在十卷以上，记录

功能亦非同昔比。 此是由其所

处的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生活

五花八门的大国新环境使然

也。盖清诗除钟鼎庙堂、渔樵僧

道、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等传统

题材外， 又极力着墨于较新的

题材， 诸如十八行省、 藩部四

陲 ，仕农工商 、闺阁布衣 ，乃至

怪行丑物、洋人夷器等，巨细靡

遗，无一不能吟咏入诗，留下了

数量极为可观的当代诗学甚或

社会学的史料。

“诗话 ”作为一种主要 “通

于史”（章学诚语）的诗学体例，

其从北宋 《六一诗话 》始 ，至此

殆可谓完成。 若以现代术语名

之，或可称之为“历史诗学”。此

时的诗话， 在平静地记录当下

历史的过程中， 顺带也呈现出

作者的诗学趣尚。换言之，清人

诗学的理论思维， 此时已是自

然无痕地融入历史记录的取舍

褒贬之中了。 现成的诗学原理

与规则都已烂熟于诗人内心 ，

作诗的主要趣味只在表现性情

与生活， 相信只要真实地表现

即可自具面目而达于独创。 诗

被生活日常化了， 而与此同时

生活也被诗形式化了。 此种曾

经存在过的诗性的生活方式 ，

在清人诗话的记录之中， 被空

前绝后地、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诗话的史的旨趣， 除了记

录当代诗坛外 ，前人还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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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诗学的理论思维，此时已是自然无痕地融入历史记录的取舍褒贬之中了。 诗被生活日常化了，

而与此同时生活也被诗形式化了。 此种曾经存在过的诗性的生活方式，在清人诗话的记录之中，被

空前绝后地、完整地呈现出来了。

清诗话中的诗情诗艺

由《随园诗话》为代表的长篇诗话，在乾嘉以

后几乎成为写作的常态，篇幅动辄在十卷以上，记

录功能亦非同昔比。此是由其所处的疆域辽阔、民

族众多、生活五花八门的大国新环境使然也。除钟

鼎庙堂、渔樵僧道、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等传统题

材外，又极力着墨于新题材，诸如十八行省、藩部

四陲，仕农工商、闺阁布衣，乃至怪行丑物、洋人夷

器等，巨细靡遗，无一不能吟咏入诗。


